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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为背景，探索丁玲在这股思潮影响下作品中人物形象出现的变化：以梦珂、

莎菲、阿毛为代表的叛逆女性延续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精神，但已经开始蕴含着抗争的精神；以美琳、

望微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与“恋爱”中犹疑，但最终选择“革命”成为他们走向进

步的标志；以抵抗水灾为代表的村民形象意味着丁玲笔下的人物开始从“小我”的个体塑造走向“大我”

的群像塑造，革命浪潮在此时风起云涌地高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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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left-wing literary trend of the 30s as the background to explore the changes 
in the character image of Ding Ling’s work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trend: the rebellious wom-
en represented by Mengke, Shafei and A Mao continue the spirit of personality libera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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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Fourth period, but have begun to contain the spirit of resistance; The petty-bourgeois intel-
lectuals represented by Meilin and Wang Wei hesitated in “revolution” and “love”, but finally chose 
“revolution” as a sign of their progress; The image of villagers represented by resistance to floods 
means that Ding Ling’s characters began to move from the individual shaping of the “small self” to 
the group portrait of the “big self”, and the revolutionary wave was rising at thi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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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有关于“丁玲”的研究，从丁玲初踏文坛时便已展开。纵观几十年风云变幻，我们发现每一阶段的

丁玲似乎都在呈现不一样的东西，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贺桂梅老师的“丁玲就是革命的肉身”[1]是比

较客观的总结。多年来，对于丁玲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丁玲与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二

是丁玲在各个时期的创作研究；三是丁玲史料方面的整理。综上，本文主要是从上述第二点出发，围绕

革命启蒙下的“叛逆化”的女性形象、革命浪潮涌动下“概念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革命浪

潮刺激下“小我”到“大我”的群像塑造三点来探索丁玲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 30 年代左翼文学思潮影响

下的变化以及展现的时代意义。 

2. 革命启蒙下的“叛逆化”女性形象 

文学史意义上的“30 年代”，通常是指从 1926 年到 1936 年[2]。早在五四运动落潮后，“文学革命”

的浪潮与呼声已经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革命文学”开始在时代的大潮中翻涌而来。1925 年的“五卅”

反帝爱国运动和工人大罢工等运动，1927 年的“革命文学自由论争”，再加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做足了政治和文化的准备。 
在这样的时代浪潮裹挟中的民族人士，没有谁可以独立于岸作壁上观。丁玲在谈及自己的创作与时

代之间的关系时说：“我原来并不想当作家，而是迫不得已的。中国社会使我受不了，我于是在无任何

出路之下，开始写小说，所以根本不是什么‘为文艺而文艺’，也不是为当作家而出名，只是要一吐为

快，为造反和革命。”[3]在丁玲还未转变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与左翼文学奋斗者时，她的作品及作品中

的女性形象已经开始彰显革命者最初的启蒙意识了。 
丁玲的创作始于 1927 年，在左联成立前，她曾先后在《小说月报》18、19 卷发表了处女作《梦柯》、

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的《阿毛姑娘》等创作依旧延续之前的创作思路。不论是梦珂、莎菲，

还是阿毛，她们性格中皆蕴含着强烈的“反叛性”，这股反叛精神在当时亦有别样的解读——在苦闷绝

望的处境中寻求光明的力量，而这光明已经开始向着革命拓进。 
《梦珂》为读者展示一个女性艰难坎坷的社会求生路。主人公梦珂寄居姑妈家时与表哥晓松、澹明

有一场情感纠缠，但她却在花园一角识破了他们虚伪的面纱，并鄙弃他们这种玩弄感情、游戏人间的态

度。梦珂所向往的是家乡少年时期的纯真情谊，而此刻她所看到的是混沌黑暗的社会世相，不论是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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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的家乡，还是现居的都市，她的生存之地已经被挤压得不剩几分。如果要求取生存，梦珂要么逃离

这个可憎的人间，要么便融入进去，但她没有屈服，她努力挣脱传统男女恋爱关系和家庭束缚的牢笼，

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寻求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因此在小说尾声，一个内心压抑无数苦楚却不得不在权力

与金钱的压迫下艰难求生的女性形象便诞生了。这一形象在当时具有代表性，已经觉醒的女性无法找到

出路时的痛苦迷茫是《梦珂》最为深刻的隐喻。 
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以心理剖析的创作手法，将莎菲对凌吉士狂热的爱展示在读者面前，

为读者呈现了女性真诚大胆的求爱心理。莎菲渴望自由平等的爱情，她以为凌吉士是她的“真命天子”，

但她最终发现凌吉士对她并没有所谓的真情。随后莎菲毅然放弃这个男人，选择南下，这意味着她将继

续寻找真情。可以看到，莎菲身上有对传统礼教的叛逆感，有对真爱与自由的向往之心，“莎菲”这个

人物形象能在当时引起文坛注意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看到了莎菲女士的抗争因素。 
《阿毛姑娘》中的村女阿毛从城里那对光鲜的情侣生活里看到所谓“幸福”的模样，进而对命运加

诸于她的不公发起了反抗。一番挣扎之后，她发现“幸福”好像从未落到任何人身上。周遭的一切给阿

毛可以思考的力量，但并没有告诉她如何选择正确的道路。阿毛既不想沉湎于无光的旧世界，又无从跨

步前行到一个崭新的空间里去，“死亡”反而成为她最后的抗争武器。 
我们可以看到，丁玲早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比如梦珂、莎菲、阿毛这样的人物

都有一个共同点：任性叛逆、渴慕幸福，但现实给予她们的尽是失望。这也是当时诸多青年的痛苦所在，

五四落潮后的颓丧，无法找寻道路的绝望，在每一个寻求光明的人身上上演。这些小说讲述的另一重深

意，也是丁玲要传达的：寻找光明与走向抗争的路程已经开启！ 

3. 革命浪潮涌动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的“概念化” 

上世纪 20 年代末期，“革命文学论争”在不同阵营交锋，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任务已经迫

在眉睫，“左联”的成立亦是大势所趋。“左联”为革命作家们开辟了一方战地，他们情感充沛、乐观

昂扬，誓要以“革命”文学冲击旧世界。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 + 恋爱”模式的小说盛极一时，丁玲

此时的小说创作亦发生了转变。 
这一时期丁玲“革命 + 恋爱”的小说代表作是《一九三 0 年上海》(之一、之二)，其中的人物形象

开始有了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痕迹，开始逐渐失去丁玲前期创作中人物形象的立体感与细腻感。正如冯雪

峰所指出的：“和莎菲十分同感而且非常浓重地把自己的影子投入其中去的作者，在这方面建立自己的

艺术基础的作者，我们觉得碰着了一个危机了。”[4]这与丁玲当时的创作困境有关，她当时的小说创作

主要围绕小资产阶级的恋爱问题进行展开，再加上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丁玲在 1930
年 5 月加入了左联以响应革命的事迹，都已经证明了她的创作即将发生转变。 

《一九三 0 年上海》(之一，之二)集中展现的便是当革命与恋爱处于矛盾的交叉点时，这群小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最终的抉择。《上海》之一中的美琳心中崇拜的是赞同普罗文学的若泉，她认为子彬已经无

法与她保持一致的步伐，于是仅留下一张纸条，便义无反顾地去参加了革命运动。《上海》(之二)讲述的

依旧是青年在革命与恋爱之中如何抉择的故事，望微与玛丽的恋爱关系止步于双方不一致的理想，望微

在怀揣着伟大的革命理想前进时，这之间曾两次出现一个无产阶级女性——售票员，这个女性吸引了望

微的目光，因为她“不带一点脂粉气”，有“一种从劳动和兴奋中滋养出来的健康颜色”，这与代表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玛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望微对玛丽的爱已经置于“革命”之后。 
《一九三 0 年上海》(之一，之二)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丁玲在 20 年代后期塑造的梦珂、莎菲、

阿毛等人截然不同。美琳、望微所寻找的精神信仰皆已经变成了“革命”，细腻的心理感受也已经被“革

命理想”的激情所替代，人物似乎一下子从多情细腻又任性叛逆、却也渴望寻找光明的迷路者进入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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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路方向、一心只有家国情怀的英勇革命者角色。丁玲在这个阶段塑造这样一批人物形象出来，也体

现了一定的时代与社会意义。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志士在经过几番艰难挣扎后，“五卅运动”、十一

月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让他们看清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以革命

的方式推翻一切。这是美琳、望微与莎菲们差别最大的地方，后者前路茫茫无处可行，前者终于开始步

入了正途。 
这是丁玲在创作中“向左转”的思想转变，她试图在小说中以一种恋爱让位于革命的方式来宣扬革

命的重要性，以此激励青年们可以通过革命创造新世界。这个时期的“左翼文学”思潮已经逐渐开始占

据文坛的主导地位，作家顺应时代潮流也在情理之中。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革命 + 恋
爱”小说在左翼文坛上千篇一律，丁玲也陷入到这样的创作陷阱中去了，即她笔下的人物似乎已经丧失

了自己的个性，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革命”者。 

4. 革命浪潮刺激下“小我”到“大我”的群像塑造 

如果说丁玲在《一九三 0 年上海》(之一，之二)中塑造的人物还在“革命”和“恋爱”中犹疑，那么

从 1931 年的作品《水》开始，丁玲笔下的人物已经变得坚定执着。在革命理想旗帜的高扬下，左翼知识

分子对个人和群体作了重新划分，“我”的称谓已不能再含有自我的意味，而应当是一个群体、一个阶

级的代言人，个人生活必须遵循集体的目标[2]。他们认为“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

人公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5]。 
左联执委会在 1931 年 11 月通过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更是对题材做了明

确规定，指出“现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必须取用的题材，现在必须将那些‘身边琐事的’、‘小

资产阶级智识分子式的革命的兴奋和幻灭’、‘恋爱和革命的冲突’之类等等定型的观念、虚伪的题材

抛去”[6]。在此号召下，左翼作家们笔下开始出现“人物群像”的刻画，之前的个人经验书写逐渐湮没

于文字叙述之后。他们讲述着群体觉醒的强大力量，赞扬着“群力”的磅礴！ 
丁玲的短篇小说《水》，就是描写“群力”与刻画“群像”的代表作。《水》在 1931 年 9 月始刊于

《北斗》创刊号上，到 11 月在该刊连载完毕。《水》的发表引起了左翼文学界的重视，并得到了一定的

肯定。茅盾认为《水》是丁玲本人以及整个左翼文坛与“革命 + 恋爱”小说划开边界的一条分水岭，冯

雪峰评价它是“从离社会走到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走到工农大众的革命”“从浪漫谛克走到现实

主义，从旧的写实主义走到新的写实主义”[7]。总之，《水》是丁玲在“向左转”后的第一个创作高峰，

而从人物刻画上来讲，它意味着丁玲小说创作中人物性别叙述、个性展示将被“集体群像”所代替。丁

玲后来也把它看做是自己“新作风的第一篇小说”，自认它在“有意识地要到群众中去描写群众，要写

革命者，要写工农”方面取得了“突破”。 
《水》为读者展示了当天灾降临时，村民们在灾祸面前绝望的抗争。丁玲并没有去着力刻画个体所

展现的英雄风貌，也没有描写波澜起伏的个人情感，她在这里书写的是一群绝望又坚强的人，这个群体

没有性别区分，他们在恶劣泥泞的环境中艰难求生，身上爆发是“群体”的力量。在这里，这群农民固

执又天真。他们对土地赤诚又热爱，誓死都要将暴虐的水灾拦截；但也天真得可怕，即使灾难已近在眼

前，还在寄希望于权贵的庇护，渴望剥削者来拯救他们。当希望落空，变成彻底的绝望，农民们才开始

真正觉醒，在黑暗中爆发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文章的第四部分，也点明了丁玲创作的旨意：“这种认识使他们能够‘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不公

的象征)扑了过去’。”[8]丁玲此期虽然在“人物塑造”方面有失艺术性，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

人物塑造是非常成功的。美国学者布乔治就认为，《水》的意义即在它“尖锐地批判了现存的社会秩序”，

描写了农民“革命觉悟的提高”和“革命高潮的兴起”[9]。抛开这部小说在当时左翼文坛引起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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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群像创造”充满了时代意义。 

5. 结语 

30 年代的左翼文学思潮蓬勃发展，影响了当时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投身于左翼文坛。至于“革命文

学”为何能够在 30 年代浪潮翻涌，最大的原因是顺应了时代与政治，正如陈平原所说：“文学之所以与

政治结盟，有时候是出于文学自身的需要。政治毕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发生在政治领

域的‘革命’，更是充满激情、想象力与冒险精神。对于文学家来说，人生百态，没有比‘革命’更富

有刺激性与诱惑力的了。”[10]丁玲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中选择加入“左联”，选择创作“革命文学”，或

许与此有关。从延续五四个性解放精神的叛逆女性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恋爱与革命”的两难选择，

再到彻底张扬“革命”的“群像塑造”，可以看到，丁玲笔下的人物形象在 30 年代有了清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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